
牛顿的贡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戴念祖 

牛顿（Ｉｓａａｃ Ｎｅｗｔｏｎ，1643.1.4--1727.3.20）是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
体系的建立者。爱因斯坦于１９２７年在纪念牛顿逝世２００周年时曾赞扬牛顿说 “在他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
能像他那样地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在他诞生３６０年之际，人们仍在歌颂他、赞美他，其原
因正如爱因斯坦在上一世纪初所说的一样。 
一、牛顿的科学贡献 
牛顿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力学上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上作出了白光是由七色光组成的
判决实验，发现并解释“牛顿环”的干涉现象，创制了反射望远镜并提出光的微粒说；在数学上发现了微积分运算
方法和无限级数理论，等等。他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是：１６８７年初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
理》），１７０４年初版的《光学》。尤其是《原理》一书，几百年来颇受推崇。 
在牛顿所处的时代，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开普勒从第谷的观测资料中总结了经验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又给
出了力、加速度等概念并发现了惯性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但是，这些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还是孤立的、逻辑上各
自独立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候，牛顿对行星及地面上的物体运动作了整体的考察，他用数学方法，使物理学成为
能够表述因果性的一个完整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力学体系。按照牛顿所说的这个体系的原理，人们利
用描写物体运动的坐标及速度的初始值，就可以确定地知道该物体的未来和过去。牛顿建立了经典物理学的具有因
果关系的完整体系并得到广泛的实际应用。他所建立的力学体系不仅能说明已有的理论已经说明的现象，如充分地
解释伽利略发现的惯性定律和自由落体定律，而且能说明并解释已有的理论不能说明的现象，如完满地说明开普勒
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更重要的是，牛顿的力学理论能预见到新的物理现象和物理事实，并能以天文观测或实验证实
它们的正确性。在万有引力理论的基础上，人们后来发现并证实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存在，这是牛顿力学理论的有力
佐证。牛顿力学既可以用予说明地面上的物质运动，又可以用予解释太阳系中的行星运动，充分证明了新理论具有
的自然规律的普遍性法则。 
正是在《原理》一书中，牛顿提出了力学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对宏观物体的运动给出了精确的描述，总结
了他自己的物理学发现和哲学观点。《原理》是自然科学的奠基性巨著。该著作把地面上物体的运动和太阳系内行
星的运动统一在相同的物理定律之中，从而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自然科学的大综合。它不仅标志了十六、十
七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划时代标志。它不仅总结和发展了牛顿之前物理学的几乎全部重要
成果，而且也是后来所有科学著作和科学方法的楷模。 
值得指出的是，牛顿的力学为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之后的机器生产准备了科学理论。马克思曾经认为，在十八
世纪臻于完善的力学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
２册第１１６页）毫无疑问，当时这个“科学的基础”的最主要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牛顿的力学。 
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和他的方法论使物理学在十八、十九世纪期间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那时理论物理学的纲领或
规范。所有物质运动都要追溯或探究其是否符合牛顿的运动定律，从而把牛顿的质点运动定律推广到刚体及连续体
的物质运动上。十九世纪下半叶，电磁场概念的产生也可以看作是牛顿引力场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迄至今日，人
们关于自然过程的物理认识都可以看作是牛顿思想的一种系统的发展。 
二、牛顿在中国 
牛顿的经典力学决不只是影响了自然科学界、工业和技术界，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认知，从而推
动了社会变革和人们的思想革命。如同法国伏尔泰等人在十八世纪宣传和普及牛顿物理学，从而推动了法国的启蒙
运动一样，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也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社会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如果前者为众所周知，
那后者就似乎鲜有所闻了。清末戊戌（１８９８年）变法运动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都无例外地从
牛顿学说中寻找维新变法的根据，尤其是牛顿在科学上革故图新的精神鼓舞了清末一切希望变革社会的有志之士。
在１８４０年之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科学学说和科学思想、因为与圣经和神学相抵触而基本上未曾传入中
国。明清之际虽有来华教士参与中国编撰历法工作，但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才采用了开普勒或牛顿的一些天文数
据。鸦片战争之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牛顿的万有引力三者才光明正大地相继传入中国，
它们和中土奉为圭臬的“天动地静”、“天圆地方”、“阴阳相感”的传统有天壤之别。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
巨大反响。 
１８５９年刊行了三部和牛顿物理学关系密切的译著：一是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二是李善兰和艾约
瑟合译的《重学》；三是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代微积拾级》。这三本书原是欧美的科普著作或大学低年级的
教科书。第一本译书主要讲述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及其定律；第二本译书介绍了牛顿的运动三大定律；第三本介绍
了牛顿的微积分计算方法。而牛顿的光学实验和光学理论较为详细、准确地介绍到中国是光绪五年（１８７９）的
事，这是通过赵元益（１８４０－－１９０２）和传教士金楷理合译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１８２０－－１９０
２）的《光学》而完成的。可以说，１８５９年是牛顿的物理学、天文学、数学比较全面、集中地传播到中国的一
年，中国学者李善兰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期牛顿的中译名为“奈端”，力学译为“重学”，万有引力译为“摄力”。李善兰在译《重学》之前曾请教传教
士艾约瑟“何谓重学？”艾约瑟答曰：“几何者，度量之学也；重学者，权衡之学也。昔我西国，以权衡之学制



器，以度量之学考天；今之制器考天，皆用重学也。故重学不可不知也。”李善兰通过译书，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
科学水平，甚至超过了许多传教士。他在《重学》自序中简洁地总结了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就是一个例证。在《谈
天》自序中，李善兰指出，古希腊托勒密的学说和天地运动“不能尽合”，“刻白尔（开普勒）求其故，则知五星
与月之道皆为椭圆。其法行面积与时恒有比例也。然俱仅知当然而未知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
也。”接着李善兰简略地叙述了牛顿怎样以“摄力”解释和计算天体的运动，并且大声疾呼：牛顿的运动定律“定
论如山，不可移矣”。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精深神妙，不可改也”。牛顿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就这样在中国学者之
间流传了。 
由于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宇宙观主要是附属于神学的托勒密地心说。后来，这些教士为了向中国皇宫
和中国人交出一份较中国传统更为准确的历法，才不得不采用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和等面积定律。但是，他们决不放
弃地心说，拒绝将地球放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样，就在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引发了关于宇宙观激烈争论。通过李
善兰等学者翻译并出版上述三书，尤其是李善兰在“序”言中对于近代科学的宇宙观发出“不可更改”的呐喊，并
且声称自己“主地动及椭圆之说”，又告诉读者，“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这才使近代科学的宇宙观
得以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传统的盖天说、浑天说，来自西方的神化了的地心说等从此才烟消云散。李善兰的《谈
天·序》是当时中国一批先进学者接受新的科学宇宙观的宣言书，成为中国人从传统宇宙观向科学宇宙观转变的一
块历史界标。因此，李善兰出版《谈天·序》的１８５９年，是中国人宇宙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性的一年。李善
兰本人在译完《谈天》之后，也曾兴奋地预料这种转变，他说：“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 
《谈天》出版之后，引起了中国人极大反响，以致该书前后重印了１３次，之后又以活字印刷；１８７４年又由徐
建寅将那些迄１８７１年为止的西方天文、物理最新成就作补充，由江南制造局增订出版。梁启超称此书“最精
善”。他认为，人每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因此，《谈天》一书“不可不急读”。《谈天》和
《重学》两书中述及的科学思想和宇宙观不久为青年学生熟练掌握。上海格致学院已丑年（１８８９）春季考课作
文中，孙维新、车善至、钟天纬三人的答卷将新宇宙观描述得清晰明了，以致他们三人分获超等一、二、三名。在
戊戌（１８９８）维新运动、辛亥（１９１１）革命过程中，这个科学的新宇宙观曾被人们当作变革社会的鼓舞力
量。 
在戊戌变法之前，各地相继成立学会。他们聚徒讲学，介绍西学，倡导新说，给维新变法运动提供包括自然科学方
面的理论根据。曾经游历英国并精通西洋科学的王韬，撰有介绍牛顿学说的《西国天学源流》和《重学浅说》。历
史学家范文澜在其著《中国近代史》中说，王韬“著书多种，对变法运动有很大影响”。梁启超在１８９７年用半
年时间读完了当时各地译出的西书，其中包括有关牛顿学说的各种著作。在一部以收集支持变法维新的论著为己任
的《皇朝蓄艾文编》里，宋育仁（１８５８——１９３２）作《序》说：“昔人云通天、地、人谓之儒。由汉迄
今，实践无愧者，颇难其人；惟泰西名家，如培根、奈端、兰麻克、哥白尼辈，各以颖悟辟新理，卓然名某家者，
稍稍近似。岂西人智而华人愚耶！”既然不是“西人智而华人愚”，在维新变法者心中，自然只有“除旧布新”。
正如一百又三天的维新运动所颁布的命令一样：废八股、办学堂，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广开言路、提倡实业，准
许私人办厂等。 
在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激烈的湖南，力主变法的皮锡瑞在谭嗣同创办的南学会讲学，而他的儿子、一个在哥白尼和
牛顿学说影响下的年青人，旋即著《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换句话说，大清帝国不在
地中央，地不在天中央。日月五星都依据万有引力定律在宇宙太空中绕日作椭圆轨道运动。这在封建王朝的统治者
和顽固派看来是多么可怕的世界观呀！难怪《醒世歌》一传开，就招来了许多训斥。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奋笔疾写了一篇维新运动的激烈的宣言书《仁学》，他在“自叙”中高声疾呼：“吾
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曾经积极推行维新变法的梁启
超概括《仁学》的实质说：“《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
之‘冲决网罗’，正其义也。”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自称“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专精
学问，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他在《诸天讲》中又写道：“至康熙时，西一六八六年，英
人奈端发明重力相引、游星公转互引，皆由吸拒力。自是天文益易明而有所入焉。奈端之功以配享哥白尼可也，故
吾最敬哥、奈二子。”可见康有为对牛顿之推崇，并受牛顿学说影响之深。 
可是，戊戌变法运动只有短命的一百又三天，它的失败当然不能归结为宣传牛顿科学理论的不成功，其中的原因是
相当复杂的。牛顿的科学理论不仅影响了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影响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
社会变革，对此牛顿本人是决不可能预料到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十几年，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年
时代，顽强地学习，获得了大量而又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孙中
山先生高度地评价牛顿：“达尔文发明物种进化之理，而学者多称之为时间之大发明，与牛顿氏之摄力为空间之大
发明相媲美。”他还把牛顿的科学理论作为他的“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的一个思想基础。 
文末，顺便述及牛顿“见苹果坠”而悟知引力的故事。据说，这个故事最初是由伏尔泰编撰的。它流传如此久远，
影响如此深刻，而对青少年启迪智力如此有效，是伏尔泰当初为普及牛顿力学所始料未及的。严肃的科学家时有为
“苹果落地”的故事而耽心。其实亦不然，只要言者在讲述该故事同时说明科学创造与科学发明是需要付出巨大艰
辛的心力即可。否则，“苹果落地”变为“守株待兔”那才可悲。这个生动的故事是于１８９１年传播到中国的。
其时，任京师同文馆（北京大学的前身）总教习的美国教士丁韪良在其著《西学考略》中第一次用中文撰述了这个
故事。可见，该故事也在中国传播了１１０多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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